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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异而法同？——对中国和欧盟“老龄化负担”的批判性反思

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改革势在必行，

并应尽可能在提高养老金体系财务可持续性的

同时，防范其对社会和经济的不良影响。( 经

合组织 [OECD],  2013: 18)

近年来，经合组织国家的养老金体系格局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改变。经过长达数十年

的辩论后 ... 为节省养老金开支，多个国家

出台了重大改革举措，例如延迟退休年龄、调

整养老金计算方式等。( 经合组织 [OECD],   

2013: 9)

中国任重道远。中国在控制人口增长上

取得的惊人成绩 ..... 导致了人口迅速老龄

化。... 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仍然面临

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艰巨挑战，一方面是因为

老龄人口规模庞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社

会的持续发展带来的变化。(Booth, 2013)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研

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中共中央 , 

2013, No.45)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眼中的一

大难题。在最富裕国家，预期寿命延长、生育

率下降推高了养老成本的观点深入人心；为控

制成本，各国政府纷纷决定削减养老福利。在

欧洲，人们普遍认为，由于社会日渐老龄化，

因此必须谨慎控制养老金支出；缩减公共养老

金福利在所难免。

中国远没有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富裕，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超其它国家。然

而，上文引述显示，中国的决策者和其富裕国

家政府的同仁一样面临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困

扰。执政者们似乎都很担忧老龄化对公共预算、

养老成本和养老金负担能力的影响。而且他们

考虑采取的解决方案也很相似，例如延长劳动

年限。因而，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情况：

两个其它方面大相径庭的地区似乎有着相似的

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如出一辙。

很多人认为，老年抚养比上升这一现象没

有地区之分（如欧盟 28 国和中国），已成为

世界各国养老金体系普遍的核心问题，而且不

论中国还是欧洲，这一问题都可以通过延迟退

休年龄从而降低成本来解决。本文旨在对此观

点展开批评性分析，并研究以下问题：老龄化

问题是否没有社会之分？不同经济、社会和政

治体制的国家是否可以等量齐观？原因为何？

本文探讨了欧洲与中国老龄化进程的相

似之处，但同时强调指出虽然两者的趋势和挑

战表面大同小异，但其产生的根源截然不同，

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本文第一部分

概括介绍了欧洲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抚养比、

经济财富水平以及两个地区的养老金体系和改

革。两者的差异显而易见，两地所采取的养老

金政策也迥然不同：在中国，扩展福利是顺应

快速的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而欧洲则是通过

削减福利来控制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本文以此

为背景分析了延迟退休年龄作为通用的解决方

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欧洲和中国应对社会

老龄化问题，在第二部分则重点比较了中国和

欧洲的成人劳动参与率，并分析了活动率偏低

的原因。本文最后一部分提出了一些有助于提

高欧洲和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政策建议。总而言

之，本研究呼吁决策者不要贸然接受抚养比上

升必定需要削减养老金的观点；在欧盟，支持

此类观点的证据并不充分，在中国更是寥寥无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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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的人口规模差距巨大。1950 年，

生活在中国的人口已超过欧洲，但当时两地的

人口差距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自 1950 年以来，

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两倍以上，而欧洲国家的人

口却只有小幅增长。2015 年，欧盟 27 个成员

国（赛普勒斯除外）的总人口仅为中国人口的

三分之一。而且与欧洲相反，这段时期中国发

展迅猛。

图 2 为中国和欧洲 1950-2015 年期间老龄

人口占 15 岁以上成人人口比例的相对增幅，显

示了需要退休收入的人口的比例。中国的老龄

化趋势从 1965 年开始显现，当时 64 岁以上人

口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 6%。欧洲的最低点为

1950年，即开始收集相关数据的第一年（13%）。

中欧两地 64 岁以上人口占成人总人口比例均呈

现快速上升趋势，但 2015 年，欧盟 27 国（赛

普勒斯除外，28%，未显示）的老年人口比例

高于中国（13%）。如果以所谓的老年抚养比

作为养老金成本的替代指标，显然欧盟国家的

支出应该要高得多。当然还需要考虑地区内差

异。欧盟内南欧国家与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

家差异最大，两个区域相差 5%。中国各省之

中国 欧盟 27 国

图 1: 男女总人口 , 截至 7 月 1 日 ( 百万 ) 中国 / 欧盟 27 国
来源 :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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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各不相同，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 9%（西

藏除外）。因为年轻人迁往更发达的中东部地区，

所以西部省份的抚养比更高（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 , 2010）。不过，从全局来看，欧洲和中国

内部的区域差异远不如中欧之间的差异显著。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

令其它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其经济活力也远甚

于其它发展中地区（图 3）。欧盟老牌成员国

恰恰相反，变化微乎其微；只有中东欧的新成

员国经济有实质性发展，但增长率也不到中国

的一半。欧盟多个成员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至 70 年代初已经进入经济鼎盛时期；而中国的

经济 1990 年才开始起步，且起点很低。也正因

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但到了 2013 年，

中国人的富裕水平仍仅约为欧盟最富裕的 17 个

国家、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的三分之一（图 4）。

虽然近年来欧盟 17 国的经济可以说停滞不前，

但其整体富裕程度仍远高于中国。

综上可见中国与欧盟最富裕 17 国的差距

之大。欧盟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远不如中

欧之间的差距显著，只有纳入中东欧地区时欧

洲区内差异才更明显。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

人口快速膨胀，90 年代中国经济腾飞，而欧

洲人口到 70 年代末就已进入了增长的尾声。

1945 年之后，欧洲各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欧盟南部 欧盟北部 欧盟西部 / 大陆 欧盟中部 / 东部 中国

图 2: 欧盟 27 国和中国：65 岁以上人口与 15-64 岁人口的比例 , 1950-2015
来源 :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2015)

地异而法同？——对中国和欧盟“老龄化负担”的批判性反思

	 3



福利国家伴随着快速经济发展应运而生。欧洲

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和成本均位居全球榜首。

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富裕水平

的提高，社会政策也会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必

要手段而不断扩展（例如 Wilensky & Lebeaux, 

1958）。因此，建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欧

洲养老金体系在二战后迅速壮大也正在意料之

中。无独有偶，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广泛

的社会变革，社会政策措施也随之出台。事实

上，自 2000 年始，中国城乡地区社会保障体系

图 3: 人均 GDP 增幅 ( 购买力平价 , 以 2011 国际美元购买力为基数计算 ) 1990-2013 (%)
来源 : 联合国发展署 (UNDP，2014).

中国

中国

欧盟新成员国 
( 中东欧 )

欧盟新成员国 
( 中东欧 )

印度

印度

巴西

巴西

亚洲
- 发展中国家

亚洲
- 发展中国家

亚洲
- 发达国家

亚洲
- 发达国家

欧盟 17 国
- 最富裕

欧盟 17 国
- 最富裕

俄罗斯
联邦

俄罗斯
联邦

图 4：人均国民总收入 , 2013 年 ( 购买力平价 , 美元 , 2011 年 )
来源 : 联合国发展署 (UNDP，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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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成效显著，城镇的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

业人群均已纳入覆盖范围（国际劳工组织[ILO], 

2010; 亚洲开发银行 [ADB], 2010）。

上文指出，中国和欧洲关于老龄化社会的

公共话语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个地区的政府都

很担忧人口老龄化拉高养老成本。有趣的是，

作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发现中欧养老金体系可

谓麦穗两歧（见下文）；然而，两者虽然同归，

但却殊途。

与中国相反，欧洲的养老金体系已经“成

熟”，即今天的老年人已经开始要求兑现几十

年前所做的高福利的承诺。因而，成熟体系的

公共养老金支出要远高于新体系，因为后者是

以对未来的承诺为主导，而非兑现。这也正是

欧盟的公共养老金支出远高于中国和其它高速

发展国家的一个原因。2010 年，欧洲最富裕

17 国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 11%，中

东欧新成员国为 10%（经合组织 [OECD]，

2015；作者计算结果）。这些成熟的体系有何

特征？

福利国家体系的比较研究学者大致认

为，当今欧洲主要有两类养老金体系（例如

Ebbinghaus, 2011）。这两类体系目标相同，

即防止老年贫困，保障公民在退休之后能够维

持正常生活水平。第一类体系以国家养老金为

主导，退休后福利与收入挂钩，替代率较高，

对终生收入较高的人群有利，低收入人群面临

较高贫困风险。该模式没有国家保障的基本养

老金，通常称为俾斯麦模式。该名称源于德国

总理俾斯麦在 19 世纪末启动的开创性改革。第

二种模式的特点是全民国家养老，因为该体系

准入门槛很低，甚至无门槛，因此大部分公民

皆可在退休后领取福利。退休福利水平也相应

偏低，仅足以防止陷入贫困。但由于许多人渴

望更高的生活水平，因而工资挂钩养老金也被

纳入了养老金体系，形成了第二层次养老保险；

为确保能够覆盖更广泛的人群，第二层次养老

保险为强制性缴纳。在研究文献中，该模式因

为 1942 年开创性的贝弗里奇报告而被命名为贝

弗里奇模式。

根据相关数据，我们把欧盟国家分别归为

这两类（表 1）。为维持生活水准，多数欧洲

国家采用了收入挂钩的养老金模式，包括欧盟

最富裕 17 国——即老成员国中的大部分国家，

以及所有有数据的中东欧成员国。防止贫困模

式较少见，仅北欧国家、荷兰和英国采用了这

一模式。

这两套体系下的各国公民命运如何？改革

对他们的福利有何影响？表 1 显示了从 2015

年开始工作、充分就业的欧盟普通工薪阶层未

来能够领取的养老金，假设在其劳动期间相关

规定没有改变。预计该阶层退休时平均可领取

到退休前工资净额的 70%，高于贫困线（收入

中位数的 60%）。另外，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欧

洲各国之间的差异：贝弗里奇模式国家的平均

值为 75%，较俾斯麦模式国家高 7%。例如，

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的全

职员工退休后收入预计接近其退休前工资水平，

但德国和爱尔兰仅为退休前工资的一半，甚至

更低。长期而言，各国平均福利水平相较 2002

年降低了 4%。但具体情况同样因国而异；事

实上，在有数据的 18 个国家中，仅有 11 个国

家的普通工薪阶层遭遇了养老金缩水，其它 7

个国家的养老金水平都有所提升，部分国家甚

至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都延迟

了法定退休年龄。2014 年，欧洲的平均法定退

休年龄（包括男性和女性）为 64 岁。部分中东

欧国家、奥地利、芬兰、希腊和英国的女性退

休年龄更早。大部分国家已决定推迟总体退休

年龄，欧盟最富裕 17国为 67岁，中东欧为 65岁，

地异而法同？——对中国和欧盟“老龄化负担”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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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法定和强制养老金的享受条件(欧盟 2012; 中国 2015) 和福利 (2015) 
全民覆盖、无需
经济状况调查、

最低保障
（防止贫困）

收入挂钩
（维持生活

水平）
权利累积的条件 退休年龄2014 延迟退休年龄

计划
预计养老金净额占退休前工资

的百分比，按平均工资计

缴纳公共养老金
（占总收入%）

2012

收入挂钩、无单独最低保障
（俾斯麦模式)

2015年开始
工作

自2002年起的
变动

奥地利 否 是 就业、照护工作 60女 / 65男 65女 91,6 -1,6 22,8

比利时 否 是 就业 65 无确定计划 60,9 -2,2 16,4

捷克 否 是 就业 61女 / 63男 男女同龄，开放
式延迟

63,8 5,6

爱沙尼亚 否 是 就业、照护工作 63 65 59,8 无数据

法国 否 是 就业、照护工作 61最小 / 66 62最小 / 67 67,7 -1,1 16,7

德国 否 是 就业、照护工作 65 67 50,0 -21,8 19,6

希腊 否 是 就业、照护工作 62最小 / 67 无确定计划 54,1 -45,8

匈牙利 否 是 就业、照护工作 62 65 89,6 -0,9

爱尔兰 否 是 就业、照护工作 66 68 42,2 5,6

意大利 否 是 就业 64女
私营部门 / 

66女
公共部门 / 

65男

67 79,7 -9,1 33

卢森堡 否 是 就业、照护工作 57最小 / 65 无确定计划 88,6 -21,2

波兰 否 是 就业 60女 / 65男 67 52,8 -16,9 19,5

斯洛文尼亚 否 是 就业 58 60女/60男 57,4 无数据

西班牙 否 是 就业、照护工作 65 65最小 / 67 89,5 1,2 28,3

收入挂钩、单独最低保障
（贝弗里奇模式) 

丹麦 是 是 居民、住满40
年、就业

65 67 66,4 12,3 仅缴纳私人养
老金

芬兰 是 是 居民、住满40
年、就业

最小62 / 65 无确定计划 63,5 -15,3 22,8

荷兰 是 是 居民 65 67 95,7 11,6 17,9

葡萄牙 否，但无需经济
状况调查的社会

养老金门槛低
（社会救助水平）

是 就业，缴纳年限
无下限要求

66 取决于预期寿命
延长岁数

89,5 9,7

瑞典 是 是 居民、住满40
年、就业

65 无确定计划 63,6 -4,6 18,4

英国 否, 但全额国家养
老金准入门槛低

是 缴纳年限30年或
相当；就业、照
护工作（每儿童

11年)

62,5女 / 65 男 65女 / 
67女 / 男

71,1 23,5 无需另外缴纳
养老金

俾斯麦模式平
均值

     68 -9 21,5

贝弗里奇模式平
均值

75 6

综合平均值 64 66 70 -4  

中国        28

2 0 1 5 :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 1 9 5 1 ) 与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养 老 保 险
(1953)合并

否 是 就业 50女 蓝领, 
55女 白领, 

60男

无确定计划 工作35年以上，
平均收入的59%

无数据

2 0 1 5 : 新 型 农 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2009) 与城镇居
民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2011)并轨

全民 个人缴纳 60 无确定计划 因 地 区 而 异 ，
农 村 人 均 净 收
入 的 2 0 % （ 平
均）

无数据

来源: 经合组织 (OECD), 2015, p. 147, 177; 2013: 169; 2005: 52 (缺失: 保加利亚、赛普勒斯、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罗马尼
亚)。英国：包括国民收入储蓄信托（NEST）自愿缴费，因为雇主必须为员工登记，员工可自行决定退出(自动登记)。缴费金额: 经合
组织(OECD), 2013: 169; 中国: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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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无差别。在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退

休年龄延迟岁数与预期寿命延长岁数挂钩，即

开放式延迟（表 1 和经合组织 [OECD], 2015）。

至 21 世纪 20 年代，平均退休年龄将推迟到

66 岁。

总体而言，21 世纪，欧洲大部分养老金

决策者选择了缩减退休福利，延迟退休年龄。

养老金体系的改革者们试图在维持缴费水平

不变的同时延长福利领取期限（详细分析见

Meyer, 2017)。部分国家（如德国、希腊、

爱尔兰和波兰）的工薪阶层不得不接受极低的

法定养老金，而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荷

兰和葡萄牙的养老金承诺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维持了当地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的养老金体系

在长期停滞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Feng & 

Chen, 2016）。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体制

内的城镇职工一直享受着与欧洲国家相当的保

障。早在 1951 年中国就已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为城镇职工提供保障，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

最重要的公共养老金体系。自 1997 年起，基本

养老保险改为多支柱体系。第一支柱为收入挂

钩养老金；福利多少取决于缴费金额；职工必

须累计缴纳 15 年以上才可领取福利，因而基本

养老保险没有覆盖非正规就业人员。例如，在

工作满 35 年后，退休人员可领取相当于其退休

前工资 35% 的养老金。第二支柱为个人账户，

职工需缴纳工资的 8%。两个支柱相加，工作

满 35 年的普通工薪阶层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为

59%，其中统筹账户基本养老保险 35%，个人

账户养老金 24%（中国国务院，2005）。2015年，

此目标替代率较欧盟普通工薪阶层预计平均水

平仅低 11%（表 1），但劳动年限要求较欧盟

更短。基本养老保险仅针对城镇正式职工强制

缴纳，而且部分非国有企业并没有严格执行，

因此仅有一小部分人纳入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覆

盖范围。关于覆盖问题分析见后文。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第二个养老金体系

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该体系建

立于 1953 年，覆盖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

替代率为退休前工资的 80–90%，具体取决于

劳动年限。2015 年，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养老保险的福利比欧洲大部分国家更高；仅

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可以

与之媲美（表 1）。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支出由财政拨款。 

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服务的对象是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职工

这些受优待的人群。2015 年，因为各界无法再

接受两者之间巨大的差距，政府决定合并这两

套体系。政府在并轨期间出台了过渡性安排措

施，逐渐削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

险福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不接受更

低的替代率（国务院，2015）。

中国的强制退休年龄也是 1950 年制定的，

当时男性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仅为 40 岁，女性

42 岁。法定退休年龄并未随预期寿命的延长而

推迟 (Giles, et al., 2011)，不过部分地区已经

开始试点延迟退休年龄。然而，2017 年，男

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仍然是 60 岁，女性蓝

领为 50 岁，女性白领为 55 岁。女性退休年龄

更早是模仿了同时期前苏联的模式。当时的理

由之一是保护女性，因为女性有养儿育女的负

担，早退休有助于恢复身体健康 (Giles, et al., 

2011)。

由于只有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养老保险是法定要求的，因此 2000 年农

业以外其它行业仅有 45% 的职工参保（中国统

地异而法同？——对中国和欧盟“老龄化负担”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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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 , 2001)。大部分成人——农村居民和

城镇地区无业人员——都没有保险，只能靠养

儿防老。然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快速改变，

这种安排无法再持续。经济发展和从农村到城

镇的大规模迁徙导致家庭分离，传统的照护关

系瓦解。由于子女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农村老

年人的保障环境恶化；与此同时，城市中的农

民工因为没有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对未来也忐忑

不安。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

必须大力扩展养老保险。21 世纪初期，中国的

养老金体系开始彻底改革。2009 年实施的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 2011 年启动的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分别把农村居民和城镇无业人员纳

入了保障范围。这两套养老金体系均为自愿制，

通过政府补贴资助吸引居民参保；政府补贴和

个人缴费均存入个人账户。年满 60 岁可申领养

老金，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各

地区的补贴力度和管理各不相同。中西部地区

的基本养老保险由中央政府拨款，较富裕的东

部地区则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各资助一半。

地方政府可自行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上调基础养

老金标准，且必须足额发放到位。这两套养老

金体系的全国平均替代率为农村人均净收入的

20%。2014 年初，国务院宣布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轨”，建

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国务院

2014）。

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基本养老保险的

覆盖面也在稳步扩大。首先是因为 2008 年新劳

动法生效，非国有企业的执行情况有所改善。

其次，非正规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有所增加。第三，进城务工的农

民工其职工身份逐渐得到正式承认，也提高了

覆盖率。2011 年，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 2.15

亿职工、6800 万退休人员，其中包括 3500 万

农民工，占城市职工（包括农民工）的 60%，

农民工的 14%。 

多年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直每年都能保

持盈余。2015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 2.93

万亿人民币，支出 2.58 万亿人民币（图 5）。

图 5: 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和支出 (10 亿人民币 )
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 2016. 

收入 支出

年份

10
亿
人
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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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盈余，首先是因为这一体系尚未成熟，

覆盖率稳步上升，超过了退休人员的增速。其次，

基本养老保险持续享有政府补贴，例如 2010 年

政府补贴 1954 亿，2015 年 4716 亿，十年期

间翻了四倍。如去除政府补贴，14 个省市自治

区（包括上海、江苏、湖北和湖南）的基本养

老保险很可能出现赤字。如果没有政府补贴，

2010 年基本养老保险账户赤字总额为 679 亿，

2014 年为 1188 亿。

总体而言，这些改革措施影响深远。2012

年，各类公共养老金计划的参保总人数超过 8

亿，约为 15 岁以上成人总人口的 75%，公共

养老金支出总额达 GDP 的 3.4%（中国统计年

鉴 , 2014）。虽然仍远低于欧盟国家的支出水

平，但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尚未成熟，老年人比

例也远低于欧洲国家。

综上所述，21 世纪初中国养老金政策的主

要特点是覆盖面的不断扩展。大部分成人人口，

包括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群都已纳入保障

范围。虽然许多新参保人员未来领取的养老金

将不到平均工资的一半，城镇无业人员的养老

金也将在贫困线以下，然而，这是他们首次可

以正式加入社会保障体系。为了在迅猛发展的

经济和快速变化的社会关系中维持稳定，扩展

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势在必行。截至目前，中

国新养老金体系的缴费者人数多于领取者，因

而财务上比欧洲更游刃有余。也许这正是中国

尚未改变其早退休政策的一个原因。

老龄化问题是否没有社会之分？不同的社

会是否可以选择相同的解决方案？从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和欧洲所处的经济、社会和人

口发展阶段大相径庭。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增速均已超过欧盟。虽然两

个地区都已进入老龄化阶段，但欧洲更为明显。

因而两个地区面临的人口挑战截然不同，两者

为应对变化所采取的社会政策也刚好相反：欧

洲决策者选择了削减福利，而中国的改革者则

选择了扩大养老金体系。因此，虽然中国和欧

洲都把人口老龄化视为一大挑战，但“负担”

出现的原因不同，部分解决方案也必然有所差

异。

在明确这一重大差异的同时，我们也必须

承认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似点。中国的经济

发展迅猛，虽然经济增速较前几十年有所放缓，

但仍可能继续扩张。以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

看，中国的城镇人口将继续增加，而农村人口

将持续减少，生育率将保持较低水平。中国决

策者决定扩展养老金体系，等于做出了长期支

出的承诺，而这些承诺在可见的未来需要兑

现。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和欧洲在经济、社

会和社会政策上同大于异。中国城镇地区大型

企业的职工其累积可享受的养老金不亚于欧盟

水准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表 1）。此外，对于

欧洲成熟的养老金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中国

的学者和决策者也并不陌生；他们已经预见

老龄化也必定导致中国的养老支出大幅增加

（Peng, 2011）。因此，尽管中国尚未像欧

洲国家一样遭遇领取养老金人数相对增加的情

况，但中国的决策者们可以想见，同样的情形

在中国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和欧洲的人民与政

府都有充分的理由认真思考如何长期保障老年

人收入的问题。延迟退休年龄能否帮助两个地

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要探讨这一问题，了解

两地的劳动市场很重要。

地异而法同？——对中国和欧盟“老龄化负担”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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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文开篇所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已成

为欧洲养老金体系改革的要旨，中国也正在斟

酌是否采取这一措施，不过目前中国的退休年

龄，尤其是女性的退休年龄仍然偏早。下文将

通过比较各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分析评估这一

措施的效果。如果 50 岁以上人群原本就已与劳

动市场脱钩，那么即便延迟退休年龄也是徒劳

无功。事实上，法定退休年龄以下人群就业活

动率极低的情况并非特例，这说明还有其它因

素在发挥影响；只有改变相关条件因素，才能

让这些人群融入劳动市场。 

图 6 和图 7 显示了 2010 年欧盟 27 国和中

国劳动年龄人口各年龄段的就业比例。两地的

相似之处一目了然：男性就业率均高于女性；

不论男女，就业活动率高点均出现在 30-49 岁

之间，最低点为 60-64 岁，这些共同的规律反

映了中国和欧洲在两性关系上很相似，女性更

多从事的是劳动市场以外的工作。此外，在法

定退休年龄前退出劳动市场显然在全球都很普

遍。现代社会退休人员的预期寿命较几十年前

长得多，但大部分人从 60 岁开始，尚未到法定

退休年龄就已属于非经济活动人口。当然，国

与国之间也有天壤之别。本文将按男女分别分

析中欧的就业率。

中国所有年龄段的男性的就业率均高于欧

洲男性。2010 年，中国 25-50 岁男性就业率

在 90% 以上，老年男性就业率较低，但 55-59

岁男性仍有 76% 的人未退出劳动市场，60-64

岁（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男性的就业比例为

56%。在西欧和中东欧，30-49 岁男性的劳动

市场参与率均约为 90%，基本与中国持平；但

55 岁以上欧洲男性的就业概率远低于中国同龄

男性。南欧和北欧的 25-49 岁男性的就业率低

于西欧和中东欧国家，但老年男性参与率更高。

中欧和东欧情况相似，整体就业率偏低。欧洲

60-64 岁男性的就业率整体显著低于法定退休

年龄前的就业率。

女性的情况较男性更为复杂。20-49 岁年

龄段中国女性整体领先，未到蓝领女性职工法

定退休年龄的女性的就业比例为 76%。由于中

国女性退休很早 (50/55)，49-55 岁女性的就业

率远低于北欧、西欧和中东欧同龄女性。但过

了 55 岁之后两地相似度提高，西欧和东欧女性

的就业活动率也开始下降。南欧女性 30 岁开始

就业率就相对较低；换而言之，劳动参与率似

乎与退休年龄无关。

上述分析说明，不论中国还是欧洲，要提

高就业参与率，潜力最大的人群是 49 岁以上人

口。潜力最大的区域是中欧、东欧和西欧，这

几个区域 30-49 岁与 60-64 岁之间的差距尤其

明显，其次是南欧和中国。北欧各年龄段的就

业活动率最平衡。不过，分析结果也显示，很

多人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就已退出劳动市场。虽

然中国这种情况最少，但中国女性的退休年龄

很早。因此，中国未来要增加养老金缴费者人

数，应该重点考虑 55-64 岁的女性。这个年龄

段的女性人数众多，而且由于法定退休年龄早，

退休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欧洲恰恰相反，仅仅

延迟退休年龄似乎杯水车薪。

 

以延迟退休年龄为主的养老金体系改革可

以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从而削减开支。然而，

只有同时增加缴费者人数，这一策略才能发挥

最好的效果。本文分析显示，欧洲政府推动的

改革措施不太可能增加缴费者人数，因为大部

分人早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就已脱离劳动市场。

北欧提高经济活动率的潜力最小，南欧女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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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欧和南欧 54 岁以上人群的提升潜力最大。

在中国，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更接近，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更有可能发挥作用，增加缴

费者人数，但中国尚未正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此外，各国如果想要增加缴费者人数，可以首

先研究女性的境况。后文政策部分将对此展开

论述。下文将详细分析退休年龄前退出劳动市

场的原因。

图 6: 欧盟和中国各年龄段女性就业率 (2010 年 ) 和女性法定退休年龄 (2014 年 )
来源 :  Eurostat Labour Force Survey; 退休年龄 : 见表 1.

图 7: 欧盟和中国男性各年龄段就业率 (2010 年 ) 和男性法定退休年龄 (2014 年 )
来源 : Eurostat Labour Force Survey；退休年龄：见表 1.

法定退休年龄 ( 最小 )

法定退休年龄 ( 最小 )

中国

中国

欧盟北部

欧盟北部

欧盟南部

欧盟南部

欧盟中东部

欧盟中东部

欧盟西部 / 大陆

欧盟西部 /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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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劳动力参与率的决定因素，中国的男性和女性2013

变量 女性 (45–54岁) 男性 (55–64岁)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年龄 –0.019 –0.011** –0.019 –0.011**

(0.013) (0.005) (0.012) (0.005)

50–54岁 (女性) –0.137** 0.013 – –

(0.067) (0.028)

60–64岁 (男性) – – –0.246*** 0.014

(0.069) (0.028)

读写能力 0.015 –0.016 –0.094 0.016

(0.130) (0.024) (0.108) (0.023)

小学* 0.190 –0.008 –0.133 0.005

(0.117) (0.023) (0.101) (0.023)

中学* 0.081 –0.007 –0.133 0.004

(0.109) (0.022) (0.099) (0.024)

高中或职高* 0.075 0.005 –0.197* –0.032

(0.109) (0.035) (0.101) (0.031)

大学及以上* 0.324*** 0.141 –0.119 –0.097

(0.120) (0.221) (0.109) (0.125)

当前已婚** 0.039 –0.024 0.020 0.085***

(0.053) (0.021) (0.056) (0.021)

健康状况良好*** 0.100** 0.017 0.074** 0.065***

(0.039) (0.019) (0.038) (0.016)

孙辈1人及以上**** –0.047 –0.050*** 0.058 0.019

(0.044) (0.017) (0.039) (0.021)

父母1位及以上*****

(包括配偶父母)

0.013 0.006 0.007 0.016*

(0.017) (0.007) (0.019) (0.008)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81 2,570 784 2,500

R平方 0.171 0.067 0.202 0.062

注：参照组：* 教育 = “文盲”。** 已婚 = 目前离婚、单身或鳏寡：*** 健康 = 健康状况好或差。**** 孙辈1人及以上= 无孙辈。
***** 父母1位及以上= 无父母包括配偶父母。50-54岁女性的参照组为45–49岁女性。60–64 岁男性参照组为55–59岁男性。
标准误差见括号。 *** p<0.01, ** p<0.05, * p<0.1
来源：本文作者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测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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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中国人在法定退休年龄前退出劳动

市场的原因，本文采用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

调查 2013 年的数据。1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查抽样收集了 29 个省、150 个县 45 岁及以上

居民的相关数据，数据质量高，具有全国代表

性。2013 年调查的样本数量为 18604 人。表 1

仅包括了 45-54 岁女性和 55-64 岁男性的数据，

即法定退休年龄前后各 5 岁。本研究以简单回

归来确定降低个人就业概率的因素。样本中女

性的平均就业率为 77%，男性为 78%。检测因

子包括年龄、法定退休年龄、教育程度（包括

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婚姻和健康状况、受

抚养人人数和居住地。 

农村居民户口（农村户口）人群的经济活

动率高于城市户口，因为农村的经济和劳动市

场的规则与要求和城市大集团企业的要求有着

显著的差别。例如，法定退休年龄仅对城镇职

工有效，而务农不受年龄的约束。因此，本文

把城市和农村户口的人群分开分别进行了分析

（表 2），并用虚拟变量确认退休年龄对 45-49

岁女性相较于 50-54 岁女性的就业概率，以及

55-59 岁男性相较于 60-64 岁男性就业概率的

影响。年龄和退休年龄对城市和农村户口样本

的影响呈现出显著差异。城市样本显示年龄没

有影响，但退休年龄影响显著。达到退休年龄

及以上导致女性就业概率下降 14%，男性就业

概率下降 25%。相反，农村样本呈现显著的年

龄影响，而退休年龄没有影响。这一反差说明，

在当前城市经济活动人口占经济活动总人口一

半以上的情况下，法定退休年龄是造成 49 岁以

上女性和男性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在农

村，似乎只要有能力人们就会继续劳动。 

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孙辈的人数也对就

业呈现显著影响。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相较目

不识丁的人其 44 岁后就业的概率显著增加，而

且对女性的影响较男性更大。但是，大学以下

学历与经济活动率的相关性较小；仅会读书写

字、上过小学初高中和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其就

业概率与文盲的就业概率相当。不论男性和女

性，健康状况恶化都会导致就业概率下降。这

一结果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健康状况差会增加

就业难度，而且不管怎样，随着年龄增长，法

定退休年龄也日益接近。最后，如果孙辈人数

一个及以上，则女性的就业概率也会随之降低，

但对男性影响较少。

如上所述，欧盟的就业活动率因年龄段和

性别而异。50-54 岁女性和 55 岁及以上男性中

相当比例的人虽然尚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已

属于非经济活动人口。为探明这一现象的原因，

本文首先研究了教育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只

有在高等教育学历以上就业活动率才会提高；

而在欧盟，高中和高等教育学历与高中以下学

历之间的差距最大，后者的就业概率远低于前

者。这一差距在女性之间更为突出；在所有年

龄段，女性的就业活动率因学历高低而判若鸿

沟。欧盟 50-54 岁女性中，高学历和低学历人

群之间的就业率之差高达 30%（图 8）。差距

大小与邻居的相似度和政治体制无相关性：罗

马尼亚、波兰、意大利和爱尔兰的差距最大，

但荷兰和瑞典的差距也很明显。男性间的差距

较小，并显示出地区性规律：中东欧国家不同

1.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有两个问题： ①过去一年中，您是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为自家或其他农户从事种植业、农业、渔业和畜牧

业活动）超过 10 天？ ② 您是否每周劳动至少 1 个小时？本文作者认为以下活动均为劳动：赚取工资收入、个体经营、不领取工资经营家族生意等。

劳动不包括自家的家务或无偿的活动 ，如义工。

地异而法同？——对中国和欧盟“老龄化负担”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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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学历的就业活动率，女性，50-54 岁 ( 欧盟 2015 年 )
来源 :  Eurostat Labour Force Survey

图 9: 不同学历就业活动率，男性，50-54 岁 ( 欧盟 2015 年 )
来源 :  Eurostat Labour Forc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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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之间的就业率差距最大（图 9）。随着年

龄增长，男性间因学历产生的差距同样呈现扩

大趋势，因为高学历男性从业时间最长。因此，

要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决策者应首先考虑如何

帮助 50 岁出头的低学历女性以及接近 60 岁和

60 岁出头的低学历男性。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决策

者的目标是增加养老金缴费者人数，则应首先

考虑为低学历女性提供支持和帮助。长远来看，

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增加高等学历女性的比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翻天覆

地的社会经济变化，中国和欧洲的社会及社会

政策日趋相似。面对社会的变化，在养老金政

策上，中国决策者选择了大力扩展养老保险覆

盖面，首次把诸多农村和城市居民纳入保障范

围，其保障和福利接近欧洲水平。欧洲和中国

的决策者都很担忧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支出负担

加剧。这一担忧无可非议，但我们也必须区分

中欧问题性质不同：中国的问题在于未来更长

期的发展，而欧洲则是体系成熟，问题迫在眉睫。

欧洲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方

法，试图以此解决问题。中国国务院也在考虑

采用这一手段。本研究以中欧的差异与共同点

为基础，分析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多大程度

上可放之四海而皆准，有效解决各国的问题。

为此，本文比较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男性和

女性当前的退休年龄以及就业参与率。分析结

果显示，欧洲这一改革措施如水投石，因为许

多人早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就已退出劳动市

场，尤其低学历人群和女性；而且高学历和低

学历人群的就业率差距最大。在中国，城镇职

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就业参与率表现更为一致，

说明在中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会比欧洲更有成

效。但此措施对农村劳动者的影响较弱，因为

影响其是否继续劳动的主要因素是体力而非年

龄。然而，截至目前，中国国务院尚未正式宣

布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养

老金体系尚处于发展初期，养老金支出仍处于

相对较低水平。 

 

上述分析显示，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扼制

养老金成本上升的政策措施在欧洲广受推崇，

但由于很大一部分欧洲人口在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前就已从劳动市场消失，这一措施实际事倍

功半。尤其是对于低学历人群，特别是女性而

言，这些改革措施不过意味着延长了他们等待

领取退休金的时间，而这笔钱对大部分人本就

是杯水车薪（表 1）。因此，虽然延迟退休年

龄可以推迟领取养老金的时点，从而达到缩减

开支的目的，但并不能大规模增加缴费者人数，

也无助于未到退休年龄的非活动人口获得收入，

改善养老福利。 

因此，欧洲养老金体系改革者在寻找控制

老龄化社会成本的解决方案时应该拓展视野，

重点思考如何为 50 出头的低学历女性和接近

60 岁及 60 出头的低学历男性创造机会，吸引

他们加入劳动市场。此外，各国政府还应加大

力度，改善就业机会，从而使低学历，尤其是

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也能够获得长期保障。

要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应该创造更广泛的教育

机会，为女性提供育儿方面的支持更是不可或

缺。 

上述部分建议其实是老调重弹。十多年来，

欧洲各国的决策者们一直在积极提高原本被排

斥在外、没有得到充分代表的人群的劳动参与

率，学术界也一直在探讨“激活政策”和方法

（例如，Gilbert & Besharov, 2011; van Berkel,  

2010; van Keesbergen & Hemerijk, 2012）。

但在养老金政策改革的讨论中，这些劳动市场

问题一直被视而不见。这一状况必须改变。 

地异而法同？——对中国和欧盟“老龄化负担”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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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在中国可以更有效增加养老金缴费者人数，从

而解决老年抚养比率上升导致养老金成本增加

的问题。然而，中国政府到目前仍然犹豫不决。

由于中国的决策公开程度较低，作者只能推测

相关原因，但本研究明确显示，中国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目前仍有盈余，所以问题尚未十万

火急。此外，目前年轻家庭非常依赖（外）祖

母照看子女，老人是家庭的重要资源。因而，

正如家庭调查数据分析所显示，有孙辈的女性

较无孙辈的女性就业概率更低。即便（外）祖

母们延迟退休，她们也不会因此放任孙辈不管，

反而会增加年轻父母的压力，导致年轻父母的

就业率降低。简而言之，（外）祖父母帮助照

看子女是维持年轻一代劳动参与率的重要支

撑（例如 Compton & Pollak, 2014; Maureer-

Fazio, Connelly, Lan & Tang, 2011)。因而，在

延迟女性退休年龄的同时，必须重新扩展公共

与经济型托幼服务。20 世纪 80 年代国有经济

时期，这些服务较为普遍，但在 90 年代公有企

业私有化之后，政府大幅削减了对企业的补贴，

很多用人单位不再提供托幼服务。此外，中央

政府还取消了两岁以下儿童的育儿补贴。20 世

纪 90 年代，提高 GDP 增长率一直是地方政府

的主要工作目标，因此公共财政一般用于直接

支持经济活动；而托幼服务被认为对提高生产

力没有帮助，资助经费被取消 (Du & Dong, 

2013)。总体而言，近年来，政府在公立学前

教育上的支出仅占儿童照护总支出的六分之一；

剩余部分都由家庭承担。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

一局面。

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把农民工纳

入城镇养老体系也可以加强养老金体系的长期

可持续性。2014 年，仅有 60% 的城镇职工和

不到 20% 的农民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城市

大部分农民工仅能享受最基本的居民养老保险

（表 1）。如果把这些农民工纳入基本养老保险，

那么在职职工 / 退休人员比率在未来很长时间

都能不断提高。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居民也在日益增加。保护

农民工的权利，将其纳入社保体系是实现社会

公正正义的基本要求。 

第三，改善缴费规定的履行状况有助于提

高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国际劳工组织（Bailey 

& Turner, 2001）建议，降低社保缴费率是解决

履行程度低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2015 年，

中国的缴费率为 28%，高于奥地利、法国、荷

兰等养老福利水平较高的欧盟国家，也超过了

欧盟 10 国的平均缴费率（22%）（表 1）。有

人担心降低缴费率会导致养老保险基金资不抵

债，但降低缴费率也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

人参保，而且扩大保障范围有助于提高养老保

险基金的收入，从而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平衡。

不过，降低缴费率可能造成福利水平降低，引

发问题，但当养老金体系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扎

稳根基后，缴费和福利又会再次上升。 

第四，培训可以提升技能，提高就业的质

量。中国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一直在进步。1964

年人口普查显示，当时劳动者平均仅接受过 2.3

年的教育；到 2010 年已上升至 9 年。同年的

高等教育入学率达万分之 219，而 1995 年仅为

万分之 46（中国统计年鉴 , 2011）。在人口

老龄化时代，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可有效提

高就业。 

 

 

在大众话语中一谈起人口老龄化，就可能

引发各方的担忧，因为这一问题被普遍视为社

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在这样的讨论中，削减养

老金似乎是大势所趋，但却忽略了社会背景和

社会之间的细微差别。很多局外人在聆听这些

辩论后得出结论，人口老龄化迫使中国和欧洲

在改革养老金体系时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他

们持这一观点情有可原。本研究旨在探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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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问题的社会背景，从而证明养老金体系

的改革者并非只有扼制、削减开支一途可选。

首先，本文比较了中国和欧洲各国的差异，

凸显了养老金体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维

持社会稳定的不同意义。过去二十年中国和欧

洲养老金体系改革的首要宗旨也大相径庭。中

国的决策者同样担忧老龄化的趋势，但更让他

们警惕的是许多人在脱离农业经济加入城市劳

动市场后可能在退休后没有收入和保障，而且

农村的空巢老人会老无所依。他们的主要挑战

在于让诸多城市新移民接受“退休”这一制度，

并建立一套能够提供充分保障的体系。与之相

反，削减福利成为了欧洲许多国家解决老龄化

问题的主要选择。然而，实质并未改变；大部

分国家虽然调低了养老金保障的承诺，但预计

养老金替代率仍将达全职职工退休前收入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 1）。因而，中欧两地的比较

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和欧洲市场和社会体制不

同，但基石都是公共养老金体系。这类体系成

本高昂，因而将一直成为激烈的辩论的主题和

不断改革的对象，但其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

用不会改变。 

其次，欧洲和中国都在经历人口老龄化，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有助于降低成本。中国和欧洲的决策者考虑以

此作为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名正言顺。虽然历史

更为悠久的欧洲体系相比更年轻的中国体系更

迫切需要改变，但改革在两个地区都是大势所

趋。 

第三，本文研究还显示，只想通过延长劳

动年限来解决养老金的资金问题会最终误入歧

途。延迟退休年龄可以缩短养老金领取总年数，

但并不能满足与劳动市场关系相对薄弱的人群

的需求。本文研究显示，欧洲许多人，尤其是

女性和低学历人群，早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

就已加入非经济活动人群之列。要让他们从成

人生涯之初就更好地融入劳动市场，教育和就

业机会至关重要。此外，还需要更深入了解不

同社会对照护工作的组织与安排，及其背后的

社会规范。例如，在中国，（外）祖母照护孙

辈已成为一种文化制度，是父母家庭经济的重

要支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简单地延迟女性

退休年龄，尽管目前中国女性退休偏早，也只

会引发新的压力和不满，甚至可能导致年轻女

性的活动率下降。因此，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在

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至少扩展公立托幼服务。 

概而言之，通过对中国和欧洲老龄化社会

的批判性反思，作者认为养老金体系在市场经

济国家的维稳作用超过一切。在市场经济体中

人口老龄化已成必然，养老金体系不可或缺。

与其给这一事实及一大部分人口打上社会问题

的标签，决策者还不如坦然接受这一趋势，在

延长劳动年限的同时，更应首先着力解决就业

中各种不平等问题，消除就业障碍，推动公民

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并获得应得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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